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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理解南开经济研究所

的总体性研究框架。 这场由币制改革、白银外流、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危

机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取向。 他们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采取数据统

计和实地调查并重的研究方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华北地区进行了

广泛研究。 其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进入一个需要进行“数目字”管
理的时代。 在此基础上，他们有关指数统计、乡村工业与地方行政的研究构

成了一个整体，揭示了乡村工业的不可替代性，开创了关于“包买制”的本

土化研究传统，启发了社会学关于“经纪”体制的研究和思考，也由此构成

了中国社会学历史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经济危机　 指数统计　 乡村工业　 地方行政

一、引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总体视野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

历史的进程”，一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三
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兰金等，２０１８ ／ １９９４：１０ － １１）。 从日本

发动侵华战争开始，中国的现代历史就发生了“断裂”，战争和革命成了后来历

史发展的主旋律，经济问题则似乎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背景。 当然，战争和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对“经济问题”解释和重构的基础之上的，但对于这段

时期经济危机的整体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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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在民国时期不乏出色的研究，社会学更像是那个时期的“显学”。
但是，针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经济危机的研究，尤其是把这场经济危机的传导

机制和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后果梳理清楚的研究，其实并不多。 在社会学领域，
除去陈翰笙等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做的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研究，针对

这个年代经济、社会危机的总体研究并不多见。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有哪个社会

科学的学派能够在整体上传达给我们一种时代的焦虑，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

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脉。 作为国民政府的“智库”，他们的研究甚至具有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的紧迫性”。 所以，如果我们局限于学科划分的刻板印

象，就可能错失对于这个年代的一些理解和把握。
南开经济研究所（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是由何廉在张伯苓的支持下

建立的，它的前身是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 加上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经济

研究所和战后的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及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南开经济研究

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易仲芳，２０１５）。 本文将集中讨论前两个阶段。 就这两个

阶段而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最初只面向城市”，
进行有关物价指数和城市工业的研究，到后来扩展到农村方面的课题，主要涉及

“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财政”。 这些研究也被他们融入

教学实践中。 他们先后开设了社会科学方法、乡村社会学、乡村合作以及地方财

政等相关课程（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４３、５９）。
必须指出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在目前并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

视，不管是对南开经济研究所还是对其重要人物如何廉、方显廷的研究都乏善可

陈。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指数研究的统计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目前经

济学的研究并不关注这些“历史材料”；其次，在目前的学科划分中，作为南开经济

研究所强项之一的经济史研究更多地被看作历史研究，或至多被归属于制度经济

学和组织研究的交叉学科范畴；最后，其深耕的经济理论如凯恩斯经济学也早已淹

没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和实证研究当中，失去了应对时代危机的使命感和紧迫性。
不过，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不仅在当时就引起社会学界的关注（吴

文藻，１９３６），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当前社会学研究的普遍兴趣。 例如，李友梅就指

出，“南开学派的何廉、方显廷等学者”探讨了发展农村工业相对于发展大机器

工业的优势和长处，“进一步促使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更贴近民众生活，从农民的

实际疾苦中而不是从数据中去发现问题” （李友梅，２０２０）。 耿敬则对方显廷和

费孝通关于农村工业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强调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注
重应用的学术理念”，而认为费孝通更加注重农村工业的“乡土”特征。 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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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者在知识生产的路向上有所差别，“但其知识生产实践的最终目标却是

一致的”（耿敬，２０２０）。 实际上，这些研究乡村工业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在当时已

经组成了一个隐形的学术共同体。 在其背后，太平洋国际学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何廉本人还曾担任中国分会的执行委

员与研究主任，陶孟和、托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Ｔａｗｎｅｙ）、方显廷、费孝通等人的研

究也都得到过学会的资助（闻翔，２０１８：２２５；李友梅，２０２０）。 而且，托尼来华时

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对何廉、方显廷的天津与华北工业研究所做的评估，还
进一步促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立（方显廷，２００６：８１）。

很显然，这些学者之间的合作对于形成当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共识具有重要

意义。 比如，陶孟和所在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展的很多工厂调查就是与南开经

济研究所合作的，方显廷等人的制度与组织分析的研究取向影响了陶孟和有关

劳工治理的思路。 他们都将相关问题置于国际金融和贸易中进行理解，并认为

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是促进经济和实业发展的正确途径（陶孟

和，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８：１６７）。 另外，何廉、方显廷所提倡的“土货化”研究方法也促进了

社会学界对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反思。 吴文藻认为，不论是当时的经济研

究还是社会研究，都有一个从社会调查到社区调查的自觉转向，其中就包括南开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吴文藻，１９３６；李金铮，２０１６）。 而在费孝通看来，方显廷、吴
知等人对河北高阳织布工业的研究也证明了乡村工业之于都市工业的不可替代

性；问题不在于乡村工业本身是否值得发展，而在于如何改变乡村工业的手工业

性质，从而使中国乡村进入“机器时代” （费孝通，１９９９：１０ － １９）。 值得指出的

是，方显廷等人的研究通过托尼而对费孝通产生的间接影响也很重要。 在《中
国的土地和劳动》这本著作里，托尼运用方显廷等人在天津等地的调查资料，指
出了城市工业的弊端以及家庭和手工作坊的韧性，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费孝通

对乡村工业中家庭和作坊工业的判断（托尼，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２：１５５ － １５９；何宛昱，
２０２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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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托尼的这本书是用三个月的时间为太平洋国际学会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上海举行的会议集

中写成的，在经验材料上高度依赖方显廷、何廉、陶孟和、陈达等人的著述。 其第五章《新

旧工业制度》引用了方显廷的《中国的新旧行会》《中国之工业化》《河北之工业化与劳工》
以及《南开统计周报》等文献和资料。 在这一章里，托尼重点分析了家庭工业和手工作坊，
关注被方显廷称为“商人雇主制”的组织对这两种工业形态的侵蚀。 他认为，“中国现在

是、将来也会一直是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必须认真思考家庭和

作坊工业的改良，而不是取消它们，方显廷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已指出“工业化所带来

的种种弊害”（托尼，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２：１５９）。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托尼对他影响至深。



以往的社会学史写作对于这段历史语焉不详，恰恰是因为缺乏对于这个学

术社群的关注，这也才使得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社会学史中只是被点

到为止（杨雅彬，２０１０：２３４）。 但是，也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了分门别派地写

作社会学史容易造成的知识盲点。 这种写法看似很全面，但容易忽视派别之间

潜在的学术关联，更何况南开经济研究所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就更容易被社会学

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闻翔，２０１８；李友梅，２０２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界又

重新开始了对南开经济研究所遗产的挖掘和研究，不仅经济学界在重新整理其

重要学人的文集，而且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也对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周
飞舟，２００６；黄兴涛、李章鹏，２００８；厉以宁，２０１１；田耕，２０１９）。 但已有的研究基

本上只是就其研究和教学的某一方面来进行讨论，对这些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还缺乏充分的理解。
本文认为，只有结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

解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诸多学人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所做的整体性的努力

（孟玲洲，２０１３）。 所以，下文将首先讨论中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机的来龙去

脉，然后从指数统计、乡村工业和地方行政这三个方面勾勒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抗

战之前所做的调查研究的总体性框架。

二、货币战争：中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危机

与何廉、方显廷齐名的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马寅初曾经在他的著作《通
货新论》里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过深入分析。 在这本著作的最后，他突然开始

讨论文化问题，这个转折看上去非常突兀，却传达了那个时代的“不安”。 他认

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不同，西方重在“强”，而中国重在“安”。 在具体的施政

过程中，这种“安”又和“均”密不可分。 这种“安”与“均”的理念反映在经济思

想当中就是藏富于民、小农主义、家族本位、排斥工业等，从而形塑了中国经济的

诸多特征，例如节制资本、财产分散、分财济众、无贫富阶级，等等。 但是，他认为

这种安贫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世界，而应该由一种新的“均富”的思想来替

代。 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贯串”在一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变

动，中国经济也“不能不随之变动”。 而引起这种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货币

的流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的经济危机正是由白银价格的波动而引起的，这
是当时很多学者的共识（彭慕兰，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１：２５２ － ２５６；马寅初，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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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２７８；燕红忠，２０１２：６０；弗兰克，２０１８ ／ １９９８：１０７ － １１７）。

（一）废两改元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银元与银两并用造成货币制度混乱不堪，货币制度中没

有任何一种“主币”，“银本位”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种货币制度进而造成了经济

生活的混乱不堪。 从商业来看，“以元易银，以银易元，转辗折合，亏耗甚大”，这
种交易过程的繁杂加剧了商业行为的风险，货币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商

家造成极大的影响。 从财政上看，各地银两的差异既使得胥吏有“作弊之机”，
又增加了税收“折算之烦”，还造成了各地人民纳税负担的差别和不公。 另外，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由于“洋钱”的成色普遍较低，中国商人若用银两和外

商进行结算，在汇兑当中势必蒙受极大的损失。 所以，币制改革势在必行（何
廉，１９３２ｂ；卓遵宏，２０１８）。

北洋政府也曾经有过币制改革的尝试，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其根源在于各

地军阀割据、缺乏中央权威。 除此之外，“废两改元”也遭到钱庄和外资银行的

反对。 钱庄本身就诞生于货币制度的混乱，其盈利主要依靠对银元、银两、铜钱

之间兑换率的操纵。 各种货币度量衡之间的转换脱离钱庄很难实现。 外资银行

则因为其白银持有量巨大而反对改革。 有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大概有 ７０％的

白银储备掌握在外资银行手中（Ｔａｍａｇｎａ，１９４２：１０３），外资银行不想因此而失去

对中国货币的控制力（戴建兵，２００５：１６３ － ２０６）。
有两个原因促成了国民政府最终取得“废两改元”的成功。 首先，国民政府

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央权力的加强使得财政改革更加容易推行。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整理财政大纲案》，明确了首先要以“废两改元”为手

段重新确立货币制度的银本位。 这一改革的推行是通过加深对银行的控制来实

现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当时最重要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迫改

组，加入官股。 其次，世界经济的“大萧条”造成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下跌，英美等

国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造成物价上涨，人们生计困乏，老百姓叫苦不迭（马寅

初，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４：７）。 因为洋元价低而银两价高，钱业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风

潮，即将银币镕成银两以获得巨利，镕毁次序则以成色较佳者为先，结果造成一

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都变成了次等货。 不过，这种劣

质货币的广泛流通反倒造成一种“统一”的效果。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废两改

元”便更成为一件顺水推舟的事情（何廉，１９３２ｂ）。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８ 日，国民政府

颁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为“元”。 同年 ４ 月 ６ 日，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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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法令，禁止银两交易，中国延续了数百年的银两制度从此终结（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２０４ － ２０５）。

（二）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美贸易战

从表面上看，“废两改元”是成功的，由此建立的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改变

了之前混乱不堪的局面，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对财政和金融起到了稳定的作

用。 但这一改革也存在严重的隐患，因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实行的都是

“金本位”制度，而中国以银为本位，金银之间汇率的变动使得经济运行有一种

不可预知的风险。
“银本位”的确立在一时间给中国建造了一个“避风港”。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１ 年，当

世界各国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反而因为货币制度相对隔离，避免了世界范

围内的通货紧缩（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１９２）。 当然，硬币都有两面，一时间，国际银

价下跌超过五成，造成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各类游资也随之进入中国，集中在金

融中心上海。 随着银价趋贱，物价开始沸腾，“租界的房价也开始一路上涨，外
资与内资都在大肆买入，银行机构炒地皮忙得不亦乐乎”（徐瑾，２０１７：２７６）。 中

国似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夹缝中产生了一种“繁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很快决定“为白银做些事情”。 美国的白银大亨们希

望促成“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抬高银价以加强中国的购买力，从而推动美国的

出口，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罗斯福签署了“那个不光彩的

法律”———《白银收购法案》。 这种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而坚持提高白银价格的

行为无异于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贸易战”。① 白银价格在法案推出后一路走高，
从 １９３２ 年年底的每盎司 ０ ２５ 美元上涨到 １９３５ 年的超过 ０ ８ 美元，此后一直上

涨到了 １ ２９ 美元。 国际白银价格的上涨使得白银不断从中国流出，从而造成严

重的通货紧缩，引发了中国从 １９３４ 年开始的“大萧条”（赵留彦、隋福民，２０１１）。

（三）“大萧条”和法币改革

世界经济大萧条初期，中国被相对隔离在外；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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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于伦敦召开，宋子文在会上声明，“中国政府最关心的

是银价的稳定”，因为银价的大幅波动“已经（给中国）造成严重的损失”。 与会各国代表

们签署了一项“白银协定”，提出稳定银价的精神，但并没有得到美国白银大亨们的支持

（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２２０ － ２２１）。



中国却开始陷入到“大萧条”当中。① 通货紧缩使得白银从中国内地大量流往上

海，人们觉得租界能够为这些资本提供暂时的安全。 但由于国际和国内白银差

价太大，即便中国海关对出口白银征收 １０％ 的出口税，也仍然阻挡不了这些白

银最终流向国外。
“大萧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白银外流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

退。 银根紧缩引起农产品价格暴跌，打破了上海与内地的贸易平衡，形成了一种

“剪刀差”。 农民以持续下跌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却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外来的商

品。 其次，“大萧条”在城市中也同时在发生，白银外流不仅使农业资金匮乏，也
使得城市工业信贷萎缩，从而引起了银行挤兑、物价下跌、工厂倒闭、就业不足、
失业增多等诸多社会问题。 最后，就连上海也无法幸免。 “大萧条”刚开始的时

候，上海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白银的流入甚至在短时间内还助长了地产和建

筑业的投机。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转变，上海的房价开始暴跌，“影响所及，地
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徐瑾，２０１７：２７８）。 同时，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价格指数也从 １９３１ 年中期的最高峰下跌了一半，证券持有人纷纷抛

售股票以偿还债务。 １９３５ 年最初的几个月，证券市场的交易几乎完全陷入停顿

（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２４５）。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企图从中盈利。 他们一面从市面上收购白银，一面还不

惜加价吸收各银行钞票，进行兑现，然后依仗武力运往美国出售。 国民政府对此

束手无策。 日本人的这一行径导致当时市面上银币的价格飞升，从 １ 元升至 １
元 １ 角、１ 元 ２ 角，直至 １ 元 ３ 角、４ 角，“如是银币与钞票之面值不等，银本位制

已经为之破坏矣”（马寅初，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４：１４），再一次的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而早在 １９３５ 年春夏之际，国民政府就秘密制定了一个《三年国防计划》，其

中就提到要“实行币制改革，为以后的战争巨耗准备”。 以纸币替代金银就是未

来币制改革的方向。 终于，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财政部向全国公布了法币改革

方案。 就这样，中国也顺应了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金属本位的潮流，从“银本位”
一步跃进到了纸币。

法币改革在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金属货币转换成信用

货币，使得中国不再会因为白银价格的浮动而受制于人。 从一种相对隔离的货

币系统进入到世界货币体系，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紧密地与世界各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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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这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毛值的估计数字是：（单位：十亿中国银元）１９３１ 年 ３５ ３；１９３２
年 ２８ ８；１９３３ 年 ２４ ２；１９３４ 年 ２１ ３；１９３５ 年 ２３ ７；１９３６ 年 ２５ ９”（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２２８）。



在一起。 法币的推行可以被理解为国民政府应对当时混乱局面的一种手段，它
向存亡之际的国民政府提供了进行“货币战争”的条件（戴建兵，２００５：３５７ －
３６９；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２６６ － ２６９）。

但是，对这种新发行的信用货币进行监管和操控却是一个难题，国民政府当

局在这方面并没有成熟的经验。 马寅初就非常担心“此次新币制，既不许兑现，
故其本身即非通胀，但已造成通胀之基础条件”（转引自徐瑾，２０１７：２８６）。 此后

国民政府出于战争需要滥发纸币，不断扩大赤字，最终推出金圆券而失去了民

心。 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时代范围。

（四）“银价问题与中国”
这场由货币直接引起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们的重视。

方显廷对有关“银价问题与中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一共整理出了

８８ 种文献（方显廷，１９３５）。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诸多学者都直接参与了该议题的

讨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白银问题的来龙

去脉和前因后果，运用统计数据对上百年来金银价格的变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吴大业，１９３２；吴知，１９３３）；第二，他们对因白银外流而造成的通货紧缩问题进

行了一些政策建议，分析了货币流通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重要关系（吴大业，
１９３３ａ，１９３３ｂ；王文钧，１９３６）；第三，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有关通货管理的问题，将
之纳入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何廉，１９３６ａ，１９３６ｂ）。 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甚

至引起了后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重点的转向，学者们转而开始关注“经济理

论、经济史、货币与财政问题等”（方显廷，２００６：１１０）。 总而言之，对这场经济危

机的理解成为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展开各类研究的重要前提。

三、“南开指数”：理念和方法

“南开指数”①被视为南开经济研究所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它为当时政

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很多参考，而且至今为止仍然是学者们研究那个时代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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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数据收集和实地调查而形成的“南开指数”起始于 １９２６ 年何廉等人对上海、广州物价

指数的研究，后来陆续发表在《政治统计季刊》 （后改为《政治经济学报》） 《南开统计周

报》《南开指数》《大公报·统计周刊》等杂志、报刊以及其他一些单行本上。



要依据。 南开指数具有一种协助“功用经济”的目的，它可以被用来对物价、生
活费、工资、外汇、贸易等进行测量，从而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把握“事实”。 这种

指数也可以进一步被用作社会治理的工具。 南开指数就在当时被有关当局用来

调解“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何廉，１９２８ｂ，１９３３）。 这种指数的统计还可以在特

定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工商业当中，通过对指数的把握，就可以指导投

资、测验市场、确定成本、推销商品、分析损益等。 对于已经脱离了“闭关自守、
组织简单的社会”并且已经“卷入世界工战和商战的漩涡”的中国经济来说，这
就显得尤为重要（何廉，１９２８ａ）。

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类似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数统计。 最早的

指数统计是由一些国外机构主持的，比如 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５ 年，英国国家殖民委员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就根据海关报告编制了中国批发物价指数，
另外还有日本币制调查委员会（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编制的物价指数。
中国人自己所做的指数统计大体上是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开始的，例如在北京

设立的国家经济情报局根据经济时事和新闻进行的指数统计，以及在上海设立

的市场局所做的物价指数统计。 但是，以上诸种指数编制所根据的都是时事新

闻、历史记录，而非现场调查。 金陵大学农学系教授卜凯（Ｊｏｈｎ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在
河北盐山和山西武乡两地所做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根据实地调查编制统计指数的

开始。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也开始了著名的“满铁调查”。 另

外，甘博（Ｓｉｄｎｅｙ Ｄａｖｉｄ Ｇａｍｂｌｅ）所做的北京社会概况调查以及陶孟和、①李景汉、
陈翰笙等人所主持的社会调查也逐渐显现出学术影响力（方显廷，２００６：７９；冯华

年，１９３２；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６１ － ６３）。 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先后建立过一些

自己的统计机关，例如立法院统计处、国民政府主计处、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但这

些机构侧重于统计法规的制定、综合性统计数据的汇编或者服务于战争时期的

特定目的。 它们虽然也搜集了比较丰富的数据资料，但学术转化的直接成果十

分有限（马敏、陆汉文，２００５；王先明，２０１４）。
与这些调查相比，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指数统计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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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孟和所在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调查部曾经邀请过何廉担任研究导师，但被何廉

婉言拒绝了。 因为何廉执着于“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的高级

职务本身并不感兴趣”。 另外，张伯苓的热情挽留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中华文化教

育基金会开出的薪水比南开“两倍还多”。 不过南开经济研究所最开始的工作还是得到

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８ 年他们从基金会获得了 ４０００ 元现洋的

巨款资助（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３７ － ３８）。



先，它不是简单的数据收集和描述。 在他们看来，指数统计不仅是用直接或间接

的方法搜集原始或次级的材料，而且要运用适当的分类、列表、平均、比例等方法

进行分析，最后还要用数字或图画来表示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吴知，１９２９）。 这

与一般所谓的“社会调查”有着明显的区别，指数调查不仅要观察事实、分析事

实、概括事实，而且要“发现事实间之因果关系”（何廉，１９２７）。
其次，指数统计需要去把握社会经济的“变化”。 指数是一种统计上的比

较，“用以比较此时与彼时或此地与彼地经济现象之相对变易，以推测其未来之

趋势”（何廉，１９２７）。 所以，指数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动态研究和趋势研

究。 或者说，统计就是一切社会科学所依据的“显微镜”，也是人们测量经济活

动的“寒暑表”，并且在现实的意义上，它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经营商业的“参考”
（何廉，１９２８ａ；吴知，１９２９）。 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人
们更需要对这些“变化”形成一种敏感，因为经济要素的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
最后，指数统计还具有一定的“时效”。 指数的“时间性”或者“时效性”是和

它的“趋势”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趋势指的是一种历时性的观察、分析和推测，
那么这种对于趋势的研究反映在指数上就首先是一个个的历史片段，“因为时

间是一刹那的”，所以指数搜集所需的时间就“以愈短为愈好”（吴知，１９２９）。 因

此，指数统计就需要去把握这种“刹那”和“变动”之间的微妙平衡。 而这种“时
效性”反映在调查当中就是一种效率和紧迫感。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对待数据的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看待社会的一种方

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仅仅依据对社会进行观察而得来的直观感受是不够的，
必须要找到这些数据背后的科学逻辑。 另外，“南开指数”还以它所采取的调查

方法而出名。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将经济学“中国化”。 这种“中国

化”不仅是指所搜集到的数据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更加贴切中国国情的调查研

究方法。 方显廷认为，中国人一直以来就是以“近似值”而不是“精确性”来观察

事物的，而要建立精确性就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方显廷，２００６：７８ － ７９；孟玲洲、张
德明，２０１３）。

实地调查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进入现场”的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这方

面也进行了探索。 一开始，他们向调查对象发放征询意见表，但是常常被对方直

接拒绝，后来通过雇请会讲商业“行话”的调查员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们同时

发现，对于各种度量衡的了解也很重要，不然被调查者是不愿意跟“外行”交谈

的。 其次，他们认识到调查还要选取合适的“空间” （吴知，１９２９）。 虽然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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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但也应该尽量排除一切干扰因素，
将调查“维持在一个不变的环境之中”进行。 例如，在一个村庄当中，应认真地

考察某种商品买卖的整个过程，对农民得到的价格和掮客在交货市场中得到的

价格进行比较（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７２）。 最后，他们还认识到要将数据搜集和个

案研究结合在一起，要将“广泛研究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建立“实地工作站”并
配备训练有素的研究助手进行文献查阅和“会晤个别典型人物”，有时候还要进

行参与式的观察（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７１；傅春晖，２０１６）。
依据这种将现场调查方法和量化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南开经济研

究所取得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工业经济、贸易交换、土地使用、生活费用、
地方财政等诸多领域，这种方法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的指数统计也得到

了当时国外一流学者的高度肯定。 与当时的诸多社会调查一起，南开经济研究

所的调查研究丰富了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理解的中国社会的图景。 用比较的眼光

来看，我们发现不同的学术脉络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
例如，陶孟和等人在北平社会调查所时期的研究多以进步主义时代盛行的

“账簿法”对家庭支出进行分析，并以对劳工生活的调查为重点，以道德统计学

的方式彰显了科学研究和社会改良之间的张力。 在陶孟和看来，社会学最主要

的任务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 然而，１９３４ 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变更为中央研究院

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其研究在主题上、形式上都和南开经济研究所变得非常相

似，致力于“从经济史和工业调查的结合入手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 （田耕，
２０１９）。 但形式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二者对“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完全相同

的答案。 陶孟和的全部研究都统合在转化民情以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这样

一个总体关怀之下（闻翔，２０１８：１１０）。
而卜凯的农村调查则基于农场管理学来“研讨增进农民生产效率及经济利

润之方法”，其进行的数据采集也运用了“记账法”和“调查法”等多种手段，并提

出了节制人口、经营补救、公允地租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的意见，形成了“技术

派”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看法。 学界对这些意见和看法早已耳熟能详，只
不过人们常常忽略了他的基督教社会福音传统背景。 作为最早来到中国的“农
业传教士”之一，基督教会如何参与乡村建设、服务乡村社会也许才是卜凯本质

上最关心的问题，其背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赵晓阳，
２０１４）。

不过，陈翰笙、钱俊凯等人认为，卜凯没有从阶级关系入手讨论中国土地分

配不均的问题，从而误判了中国农业经营的性质。 这一结论也成为“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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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基本观点。 总之，不管是后来被称为“分配

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卜凯为代表的所谓“技术派”，其研究结果都指向了

社会形态之争。 与“技术派”的改良措施不同，陈翰笙等人的研究指向了一条革

命之路，认为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前提是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政治革命。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旨趣显然不同于以上几个流派，它致力于通过物价指数

来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工业指数来确定经济的景气程度，通过金融指数来

预测货币和外汇的普遍行情。 “南开指数”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当时的中国

开始逐步进入到一个需要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时代。 就像何廉的业师费雪

（Ｉｒｖｉ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危机之所以“喜欢以一种晴空霹雳的姿态降

临”，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货币”是一种重要的分配机制，而“价格指数”可以通过

测量价格总水平或总体价格尺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的变化，紧紧把握住现

代经济的脉搏，从而避免因萧条而造成一种“全体性的贫穷”（费雪，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２：
３ － ７）。 显然，南开经济研究所更倾向于用专家治理的方式来应对那个时代所产

生的具体问题。
总之，通过大规模的指数统计研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大致形成了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不管导致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

什么，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工业化之落后”。 工业的落后导致国民所得极

低，除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以外已所剩无几。 而欧美国家因为高度工业化的缘故，
国民所得除消费所需以外还有大量剩余可以用于投资。 因此，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的经济危机对欧美来说是因为生产过剩，对中国来说则是因为资本不足。 所以，
中国要渡过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必须要走工业化之路（方显廷，２０１５：２３６、
４４８ － ４４９；彭南生、易仲芳，２０１２）。

四、内忧外患：危机下的乡村工业

１９２８ 年北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黄金十年”。 在这

十年当中，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如何进入到工业化当中

（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３９）。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业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从城市开始的，因为城市工业被

认为代表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 他们发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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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难。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在政治上有许多阻碍。 首先，内战频仍，阻断了原

材料的运输和商品的销售，最受影响的就是城市工业。 其次，自厘金废除之后，
各种代替的捐税纷纷设立，地方长官巧立名目，甚至“卯粮寅收”，有的地方赋税

竟然预征到了二三十年以后。 再次，外国人在中国握有特权，租界的特殊地位加

剧了资金外流，外国工厂在各通商口岸的设立也挤压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空间。
其二，中国的工业化在经济上也面临许多阻碍。 首先，交通阻滞。 例如，当时

“陕西到北平还不及美国到北平来的方便”，因而造成原料和商品运费高昂，以
至于出现了“山西的煤斤不能和加拿大的煤斤在汉口市场竞争”这样的一些怪

象。 其次，币制混乱。 虽然经过了币制改革，但是内地货币依然紊乱不堪。 就纸

币而言，“上至银行下至杂货店铺都可发行纸币，甚至可以将一张钞票折为两半

使用”。 再次，资本缺乏，这种缺乏的程度可以从利率上得到反映。 当时银行和

钱庄的工商业放款的平均年息已达一分左右，工厂运营全靠短期借贷，一旦资金

运转不灵，“顷刻可以倒闭”。 其三，社会的“习惯与势力”也阻碍了中国工业的

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劳动者缺乏教育和纪律。 而资本家则漠视技术和管理方法，
工厂的倒闭十有八九是因为“经理者的无知”，他们只知道“利用地位来吃饭”，
“只凭着运气赚钱”（方显廷，２０１８：５ － ２０）。

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无怪乎当时学界也出现了“以农立

国”的论调。 当然，对于这种想法，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是坚决反对的。 因

为从农业本身来看，不管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不足以使大部分农民立足，
农民发展副业的愿望非常强烈（毕相辉，１９３５）。

但是，他们也并不主张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而是提出了一种“工农立

国”的观点，认为工业和农业是互为补充的，并且应该把工业化发展的重心放到

乡村，或者说，中国工业“根本就是乡村化的”。 他们提出，之所以中国应该发展

乡村工业，一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还不足以支撑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

的发展，二是因为乡村工业可以把中国农村的闲置资源特别是人力充分地调动

起来，三是因为乡村工业是抵御洋货和发展国家对外贸易的一种不可小视的力

量。 另外，从乡村工业本身的特点来看，它也非常适合中国农村的国情，例如资

本需求少、固定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工作较有弹性等（方显廷，２０１５：３７１ －
３９０；吴知，１９３５）。

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华北地区进行的，例如河北、天津、山东等

地。 这当然是出于研究上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华北地区本身的重要性。
据南开经济研究所统计，当时冀、鲁、晋、察、绥五省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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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分之一，耕地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三，棉纱锭数占华商纱厂六分之一，煤炭

藏量和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天津港商贸进出口和关税均居全国第二，其经济重要

性可见一斑（何廉，１９３６ｃ）。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华北正面临着战争和经济的

双重危机，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关乡村工业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乡村工业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 首先，南开经济研究所

对棉花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进行了调查。 在当时，棉花甚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

源，世界各国无不仰赖棉纺织品进行商业竞争。 当时全国有两大棉产区，一是长

江流域，以江苏、湖北为棉花种植集中区，以上海、汉口为棉市重心；二是黄河流

域，以河北、山东为棉花种植集中区，以天津、济南为棉市重心。 以山东为例，山
东棉花有鲁西、鲁北和鲁南三个产区。 鲁西棉花产量最大，七成运往济南，三成

运往天津；鲁北棉花则主要供应省内；鲁南棉花产量较少，除大部分供应当地以

外，一小部分还运往邻近的河南和江苏等地，或者转销至上海。 从具体交易过程

来看，棉花销售可以分为三级市场，即原始市场、初级市场（或中级市场）和终点

市场。 而每一级市场又都由卖方、买方和经纪人三方组成。 在终点市场，另外还

有附属的打包厂、仓库业、保险业、转运业及金融业等相关组织，甚至还有进行

“预买”“预卖”的棉花期货交易，俗称“路货”（吴知，１９３６）。① 由此可见，棉花种

植是作为生产、运输和销售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将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截然区分开来，只能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棉纺织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次，对于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尤

其以对高阳、宝坻等地织布工业的调查研究而闻名。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一种

叫“商人雇主制”的包买制度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Ｆａｎｇ，１９７３ ／ １９３０：６ － １６；
方显廷，２０１２：２１ － ２２）。 在生产环节，商人雇主因其组织生产的方式极具弹性，
从而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规模以扩大受益或减小损失（周
飞舟，２００６：１１６）。 在销售环节，他们依靠布线庄把当地的织户、染线厂和外埠的

布贩、布商、布店联系起来。 在资金流通的环节，他们通过线庄和天津口岸的钱

庄建立联系，创造性地运用了“拨条”，并利用“跑街”减少因“贴水”而造成的资

金损失（傅春晖，２０１６）。 因此，总体来看，华北棉纺织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产

业链条极为完整，一体化的程度非常之高。 这种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农业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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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互补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工业和金融的运转当中。 而且，这种高度一体化的

经济形态不仅存在于棉纺织业当中，也存在于华北地区其他商品例如地毯、针
织、草编等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 或者可以说，当时这些乡村工业的商品已经突

破了地方性的市场，可以销往整个华北地区甚至到达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甚至起到了一种经济命脉的作用。
然而，这一命脉在当时正在被扼杀，原因就在于上文所讲到的“双重危机”。

一方面，日本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推行植

棉计划，但因气候、土地的关系而宣告失败。 因此，他们更将目光锁在了华北棉

产区，倡议所谓的“中日经济提携”，例如沧石铁路、济聊铁路的修筑就是为了进

行进一步的经济侵略。 而且，日资纱厂在当时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势力，例如在青

岛，９ 家纱厂有 ８ 家是日本投资的；在济南，中资纱厂也仅有 ３ 家。 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棉纺织业，已经大规模商品化的棉花销售就将仰

人鼻息。 国际市场一旦发生变动，将形成原棉的大量滞销，价格必定大为跌落，
造成农户的巨大损失，从而动摇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础（何廉，１９３５；吴知，
１９３６；黄宗智，２０００ ／ １９８５：１３２ － １３７）。

另一方面，前述经济危机的影响持续存在。 本来，乡村工业的发展就面临资

金缺乏的问题。 商业银行考虑到投资安全，并不会积极地在这种需要低息、金额

零碎、周转迟滞的领域展开业务（王文钧，１９３５）。 再加上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

农村地区的白银外流，乡村工业的发展所遇到的资金问题就变得更为急迫，于是

造成了农村当中高利贷极为盛行。 当时华北农村中借贷利率在 ２０％ － ４０％ 的

已占近三分之二，月息 ４０％ － ５０％甚至 ５０％以上的也并不少见，从中可见资金

的紧缺程度（方显廷，２０１３：２８３）。 通货紧缩会造成资金紧缺、投资减少、物价下

降、失业增多，最终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降低、商品滞销以至于工厂倒

闭、产业消亡，从而使经济进入恶性循环。
另外，“商人雇主制”本身也有一些内在的缺陷。 第一，金融制度不完善。

仅依靠“跑街”来进行信息沟通，完全凭借民间信用作为担保，风险极大。 第二，
该制度无法有效地保障农户（或称为散处工人）的利益，商人雇主和农户之间存

在议价上的不平等。 第三，这种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无法接受有效的质量监督，很
难避免以次充好、粗制滥造（方显廷，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５；闻翔，２０１８：６７ － ７０）。 所以，从
长久来看，这种制度也是难以为继的。

各种因素的叠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华北地区乡村工业的衰落。 面对这种困

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想到以“合作社”为一种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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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作社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即村里的织户合作社、区合作社和县合作社。 具

体的合作则可以在生产、销售、运输、金融等各个领域展开（方显廷，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５；
吴知，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６：４８５ － ４８９）。 但历史没有留给人们开展实践的机会，不久以后

抗日战争就爆发了。①

总而言之，在对中国乡村工业的研究当中，南开经济研究所留给我们的遗产

是极为厚重的。 后续的很多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都将其调查研究的材料和成

果作为原始资料来使用。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持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两条

腿”走路，这种相互验证的调查方式为我们保存了最为可信的资料，并且很多类

似的资料都以“原始”和“现场”的方式出版成集。 另一方面则与他们对于乡村

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位置的认识相关联。 今天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乡村工

业仍然以“包买制”的形态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毛细血管，以其弹性应对着经济

环境的各种变化，这也证明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深刻洞见。

五、“毛边纸政治”：日益丧失权威的地方行政

南开经济研究所关于地方行政的研究是最容易被学界忽视的，但它却代表

了其“黄金十年”后期的一个重要转向。 实际上，在对东三省的移民展开调查之

后，他们已经感觉到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重要性。 他们

在对东三省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很多移民固然是被当时东三省地广人稀的环境

吸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原居住地恶劣环境的逼迫，包括“匪盗横行、打架

斗殴、连年内战、苛捐杂税”等。 即便要忍受背井离乡之苦，很多人“只要一有机

会，就一定会离家另谋生路” （何廉，１９３２ａ，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６８）。 而且，就当时全国

人口结构而言，８０％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因此更有研究“地方行政”的必要。
于是，从 １９３２ 年冬季开始，南开经济研究所就陆续派遣学生和教师到各地

基层政府进行实习和调研，有些学生会在大学四年级或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离

开学校，到实习基地参加实际的行政工作，从“实作中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而教师也要担任政府中的某项职务（张金鉴，１９３９）。 在这个过程中，南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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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抗战爆发以前，华北地区其实也有过一些棉农合作的尝试，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对此进

行过调查研究，例如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指导成立的山东美棉运销合作社、梁邹美棉

运销合作社等。 但是由于抗战爆发，这些合作社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研究所积累了很多关于地方行政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他们首先对地方财政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 地方行政的基础是财政。 然

而在当时，县一级的财政极为薄弱。 据测算，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华北地区的县

级税收分配中，中央政府占 ５２％ ，省政府占 ２７ ５％ ，县政府只占 ２０％ （杜赞奇，
２００３：５４；冯华德，１９３５ａ）。 在政策表述中，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共划为四

级，即中央、省、县市和乡镇。 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和省之间有相对明确的划分，省
和县市以及乡镇之间的报解与截留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何廉、李锐，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５：
８１）。 因此，县市以下的财政就经常受到省一级的压榨。 例如在预算上，名义上

各县都有预算，但实际上这种预算只是具文。 “各县的预算都是油印现成的，不
但格式现成，数目也印就，到时候填上日子盖上县印就可以寄去。 每月的概算如

此，每年的预算也如此”（乐永庆，１９３６）。 这种财政制度被称为“包办制”。 在这

种制度下，不仅地方建设无从说起，连行政人员的待遇都捉襟见肘。
当然，地方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本级财政的问题。① 当时的县财政收入

大部分出自土地税和地租税，这两项要占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三以上，其中还包括田赋

附加税和所谓的“亩捐”，公共事业如教育、警务、自治等所需款项悉出其中。 虽然法

律上有“附加税不能超过正税”的规定，但实际上，附加税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制，
这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调查的静海县财政状况中可见一斑（如表 １ 所示）。 另外，由于

“亩捐”而引起的摊派不公也使百姓怨声载道，②而百姓也发明了“分家”“迷户”“飞
洒诡寄”“粮户无的名”“买地不过割”等百般应对手段（李陵，１９３４；李景汉，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３：５３２ － ５３３）。③ 但是，在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地方政府也日渐丧失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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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上各省的财政也并不充裕，因而常常通过发行地方债券来筹集资金。 据统计，仅

１９３２ 年各省发行地方债券的总额就达 １０８００ 万元。 而其募集方式多为按县摊派。 另外，
其用途也大多并不公开，总之是用于生产建设的少，用于弥补军费的多（何廉、李锐，
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５：４４１ － ４４３）。
“亩捐”的摊派以田地为主体，看似公平，但实际上田地有地质好坏、亩产高低之分。 另

外，有些家产多但无田地的人被免于摊派，而实际上他们往往用出卖田地的钱做了其他投

资，这种现象在高阳乡间极为普遍。 而且，因为这种摊派是以村为基本单位的，所以村与村

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扩大，进一步引起了不公。 当时，政府普遍按照人口多少把村庄分为

“大村”“中村”“小村”和“小小村”四等，遇到摊派的时候，就按 ８ ∶ ４ ∶ ２ ∶ １ 或者 ４ ∶ ３ ∶ ２ ∶ １
的比例来分配。 但在现实中，高等级村庄的财力未必强于更低等级的村庄。 此外，摊派

总额也漫无限制，军队可以随意勒令村庄摊款（冯华德，１９３４）。
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村中一般都有两套租税簿，一套是公开的，作为县政当局

在村中收税的依据；另一套是隐秘的，由村中长老保管，作为摊派款项的凭借（何廉，
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７３）。



　 表 １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３ 年静海县田赋正附税捐比较

年份
正税
（元）

法定附加实征数
（元）

法定正附比较
（％ ）

地方附加实征总数
（元）

实际正附比较
（％ ）

１９２８ ４０６９８ ２２１５０ ５４ ４３ ２２１５０ ５４ ４３

１９２９ ４０１５８ ２３１５０ ５７ ６５ ５９９８８ １４９ ３８

１９３０ ３８８２１ ２８１７７ ７３ ９７ ６６５１８ １７１ ３５

１９３１ ３６８７８ ２７３９２ ７４ ２８ ２９９９４ ８１ ３４

１９３２ ３６６０９ ２６３７１ ７２ ０４ ３８９４７ １０６ ３９

１９３３ ４３９２９ ４１０６１ ９３ ４７ ７３９４１ １６８ ３２

　 　 资料来源：根据冯华德在《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中所绘表格制作（冯华德，１９３５ｂ）。

当时困扰地方的还有所谓“自治”的问题。 但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调查中

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自治”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在他们看来，地方自治只

不过增加了区一级的“衙门”。① 例如，见区长要递“禀帖”，区长出门可以带护

兵，而其工作只不过是代县政府填表，复制几份“等因奉此”的公文。 有的区公

所甚至干着勾结土匪、包庇鸦片的勾当（乐永庆，１９３６）。 这种地方行政效率低

下的现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毛边纸政治”，一切行政事务只停留在纸面上，从
来得不到真正的落实。 而自治又占据了地方除教育和警务之外最大的经费支

出，财政收入在支付完行政人员的工薪之后，已经无法再支持任何地方建设的开

支。 所以，区一级除了榨取财税外，兴办教育、参与自治、发展经济等都是一句

空话。
而且，这种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还限制了县一级的行政功能。 这时候的县

行政机关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县长直接领导的职能科室，另一个部分是由

省政府的厅派出的专门局。 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县一级的职能

增多了，但是财权和人事权却并不完全掌握在其手中。 例如，财政局局长的任命

是由省厅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县一级根本不可能对大部分的财政经费实行自理。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地方政府存在的几大问题。 首先是财政

方面，国家不断试图加大的对基层社会的榨取和村庄的自我保护之间形成了一

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没能深入到村庄内部，并且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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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最早是在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４ 年之间建立起来的。 １９１２ 年《乡镇自治法》颁布以后，区的权

力被“乡制”削弱，但是乡制并没有得到推广。 “因为‘区制’是榨取钱财的最有效工具，
所以，它受到占领华北地区的各路军阀的支持和承认” （杜赞奇，２００３：４２）。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重新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 县的下

一级是区，区的范围各地不同，一般由 １０ － ５０ 个乡组成。



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纪”体制（杜赞奇，２００３：５１）。 其次是“自治”造成

了乱象。 这种尝试并没有为底层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局面，反而复制了旧官僚

体制的诸多弊端，行政权力的进一步下移压迫了乡村社会自然发育的空间。 最

后，国家权力向底层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国家能力的增长。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治

理地方社会的能力甚至被大大地削弱了，财政入不敷出，人员滥竽充数，地方建

设付之阙如。 作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地方政府的鼠目寸光甚至使他们忽视了

业已存在的或者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
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进行这些有关地方财政的研究，正是由于深刻地认

识到现代国家的国力基础在于财政的汲取与分配。 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生活

日趋复杂，国民“共同欲望之满足”皆有赖于政府；公共卫生、治安维持、道德维

系、商业救济与制裁、利率及物价稳定都成了政府的分内之事，各种政府职务的

扩张已不可避免。 在此前提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税种的确定乃至公

债的发行等，都会最终影响到地方治理的格局（何廉、李锐，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５：６）。 面

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恐慌，民族主义兴起，放任主义中止，集团主义代兴，政府更

需负担起整个国家经济之责（方显廷，２０１８：５６４）。 但是，从清朝光绪之季预备

立宪开始的现代财政体系的筹建，到此时仍不能确定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各自

的权力范围。 “一国之财政，赖借债以度日”，高利公债将工业资本“吸收净尽”，
以致市场流动资金周转不灵、市场利率因之腾贵，工商业发展因而越发艰难，可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何廉、李锐，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５：４４０ － ４４４）。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

地方行政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不论是何廉等人编写的《财
政学》教材，还是方显廷有关统制经济的研究和近代欧洲经济史的讲义，都从理

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层面传递出了一种面对危机时的忧患意识以及学科初创

时的本土化的自觉意识。

六、结　 语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南开经济研

究所的学者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论战当中，但他们以具体的研究回应了那

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在他们看来，所有不做实地调查、没有数据统计的关

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都是空洞的。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和当时其他很多学者

一样试图找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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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是由币制改革和世界经济“大萧条”共同点燃的，随之而来的“贸易战”使得

原本被掩盖的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凸显出来并被不断地放大，最后导致了一场

“大衰退”。
南开经济研究所试图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亟须依靠“数目

字”进行管理的时代，工业、物价、货币、外汇的变动及其相互之间的牵连通通反

映在各种经济指数上。 他们所做的很多研究其实都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

能够进行政策调控的治理体系。 而当时的国家治理者对这个体系的重要性缺乏

认识，这个盲点的存在使得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 比如，为了阻止

白银外流而征收白银出口税，但同时又对国内生产的棉纱增加税收；一方面希望

将资金留在国内用于投资生产，一方面却又对实业进行压榨。 再比如，一方面希

望增强社会购买力以支持实业发展，一方面却又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地提高

消费税的水平。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何廉，１９３４；李锐，１９３４）。 这种政策上的

南辕北辙最终导向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
从方法上来说，人们固然可以把物价指数、工业指数、税收指数等数字分别

放置于各个领域中去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意见。 但是，只
有把这些数字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征。 难能可贵的

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并没有走向一种“唯数据论”，他们通过自己的教

学和实践找到了一种将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土货化”研究方式。 他

们很清楚，数据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建立“感性知识”，而实地调查又为数据

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检验”（何廉，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７５），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

发现调查内容上的实质关联。
由于研究主题的相似，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当时的社会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

系，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了社会学色彩。 可以

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历史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贡

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他们揭示了乡村工业的不可替代性，使之

成为中国社会学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 其二，他们在对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研

究中提出了“商人雇主制”的经济形态，开创了关于“包买制”的本土化研究传

统。 其三，他们启发了社会经济史和政治社会学对于“经纪”体制的研究，为关

于官僚体制、地方治理和财政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思路。
回到现实层面，面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方

案，但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和决心真正去改变现状。 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经历了

“黄金十年”以后，也在内忧外患下开始思考新的研究主题，“统制经济”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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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在当下，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对各种指数的调控去

实现对经济和社会的治理，而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使得这种操作比计划经济更具

有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的效果容易在漫长的传递链条中被无限放大，繁荣与萧

条的变换转瞬即至，因而其调整往往极其困难且容易滞后。 在这个同样充斥着

“不安”的时代中，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坚持责任伦理，从而避

免各种极端的政策倾向在当下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留给我

们的深刻教诲。

参考文献：
毕相辉，１９３５，《华北农村经济衰落之一斑———宝坻县农业状况素描》，《大公报（天津版）》１０ 月 ７ 日。

戴建兵，２００５，《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１８９０ － １９３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杜赞奇，２００３，《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２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方显廷，１９３５，《关于银价问题与中国之文献的介绍》，《政治经济学报》第 ３ 卷第 ２ 期。

———，２００６，《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方露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５，《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

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方显廷文集》第 ２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方显廷文集》第 ３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方显廷文集》第 ４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方显廷文集》第 ５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１９９９，《费孝通文集》第 ３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雪，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２，《繁荣与萧条》，李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冯华德，１９３４，《河北省高阳县的乡村财政》，《大公报·经济周刊》第 ４０ 期。

———，１９３５ａ，《河北省县财政分配上表现的行政虚弱》，《大公报·经济周刊》第 ８５ 期。

———，１９３５ｂ，《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政治经济学报》第 ３ 卷第 ４ 期。

冯华年，１９３２，《中国之指数》，《经济统计季刊》第 １ 卷第 ４ 期。

傅春晖，２０１６，《商人雇主制：方显廷论乡村工业的一体化模式》，《学术研究》第 １１ 期。

弗兰克，贡德，２０１８ ／ １９９８，《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耿敬，２０２０，《有限统制与相位相育：“农村工业”知识生产的两条路向》，《社会》第 ６ 期。

何廉，１９２７，《社会与经济调查旨趣》，《大公报（天津版）》８ 月 ３ 日。

———，１９２８ａ，《统计与工商业之关系》，《大公报（天津版）》４ 月 ３０ 日。

———，１９２８ｂ，《指数之意义及其应用》，《大公报（天津版）》５ 月 １４ 日。

———，１９３２ａ，《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２ｂ，《废两改元问题》，《独立评论周刊》第 １１ 期。

———，１９３３，《矛盾的经济世界》，《大公报（天津版）》３ 月 １ 日。

———，１９３４，《白银征税与棉纱增税政策上之矛盾》，《大公报（天津版）》１１ 月 ７ 日。

６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６



何廉，１９３５，《世界棉战与中国》，《关声》第 ４ 卷第 ３ 期。

———，１９３６ａ，《中国通货管理的几个问题》，《文化建设》第 ２ 卷第 ３ 期。

———，１９３６ｂ，《财政部币制改革后之经过及今后急待解决之问题》，《时事月报》第 １４ 卷第 １９ 期。

———，１９３６ｃ，《华北冀鲁晋察绥五省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之地位》，《东方杂志》第 ３３ 卷第 ７ 号。

———，２０１２ ／ １９８８，《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何廉、李锐，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５，《财政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何宛昱，２０２０，《陈翰笙与托尼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第 １ 期。

黄兴涛、李章鹏，２００８，《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黄兴涛、夏明方编《清末民国社

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黄宗智，２０００ ／ １９８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兰金、费正清、安阿伯、费维恺，２０１８ ／ １９９４，《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

国史．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９》下卷，刘敬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金铮，２０１６，《“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第 ４ 期。

李景汉，２００５ ／ １９３３，《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李陵，１９３４，《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大公报·经济周刊》第 １０６ 期。

李锐，１９３４，《论中央加税与借债之政策》，《大公报（天津版）》２ 月 ２１ 日。

李友梅，２０２０，《从费孝通〈江村经济〉谈知识生产》，《江苏社会科学》第 ５ 期。

厉以宁，２０１１，《总序》，厉以宁、熊性美编《方显廷文集》第 １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敏、陆汉文，２００５，《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６ 期。

马寅初，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４，《通货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孟玲洲，２０１３，《知中国、服务中国：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调查述论》，《民国研究》春季号总第 ２３ 辑。

孟玲洲、张德明，２０１３，《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节奏：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与研究》，《天津社会科

学》第 ６ 期。

彭慕兰，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彭南生、易仲芳，２０１２，《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５ 期。

陶孟和，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８，《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

田耕，２０１９，《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７》，《学海》第 ２ 期。

托尼，理查德·Ｈ． ，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２，《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文钧，１９３５，《商业银行在农村中的动态》，《银行周报》第 １９ 卷第 ４８ 期。

———，１９３６，《币制改革后对外贸易之变迁》，《东方杂志》第 ３３ 卷第 ８ 号。

王先明，２０１４，《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近代史研究》第 ４ 期。

闻翔，２０１８，《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大业，１９３２，《百年来金银价变动之原因及其影响》，《经济统计季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３ａ，《金银本位国间金银货流动的原则及中国金银货进出口的解释》，《经济统计季刊》第 ２

卷第 ２ 期。

———，１９３３ｂ，《提高银价与中国银货的外流》，《银行周报》第 １７ 卷第 ３１ 期。

７７１

论　 　 文 南开经济研究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调查研究再考察



吴文藻，１９３６，《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学刊》第五卷第一期。

吴知，１９２９，《社会科学与统计方法》，《社会科学杂志》第 ２ 卷第 ４ 期。

———，１９３３，《白银问题之史的研探讨》，《经济周刊》第十九期。

———，１９３５，《工农立国下中国乡村工业的新评价》，《大公报（天津版）》７ 月 ２４ 日。

———，１９３６，《山东省棉花之生产与运销》，《政治经济学报》第 ５ 卷第 １ 期。

———，２００９ ／ １９３６，《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

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徐瑾，２０１７，《白银帝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燕红忠，２０１２，《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１６００ － １９４９）———基于经济运行与经济近代化的研究》，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格，１９８１ ／ １９７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杨雅彬，２０１０，《近代中国社会学（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易仲芳，２０１５，《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中国化”研究（１９２７ － １９４９）》，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乐永庆，１９３６，《河北省县行政上几个问题》，《经济统计季刊》第 ２ 卷第 ３ 期。

张金鉴，１９３９，《我如何做县政府科长》，《服务月刊》第 １ 期。

赵留彦、隋福民，２０１１，《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４ 期。

赵晓阳，２０１４，《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路径差异与思想根源———陈翰笙和卜凯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经济

思想史研究》第 １ 期。

周飞舟，２００６，《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卓遵宏，２０１８，《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制演进》，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Ｆａｎｇ， Ｈｓｉｅｎ⁃ｔｉｎｇ １９７３ ／ １９３０，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ｍａｇｎａ， Ｆｒａｎｋ Ｍ． １９４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林　 叶

８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６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ＰＥＲ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Ｗａｎｇ Ｙｅａｎ ＆ Ｍａ Ｍｉｎｇｚｉ　 １３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ｂｕｔ ｉ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 ｉ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ｌａｃ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ｒｕｌｅｒｓ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ｕｓ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ｍａｙ ｂｅ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ａｎｋ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Ｆｕ Ｃｈｕｎｈｕｉ　 １５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ｋ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ｂｏ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ａ ｗｈｏｌｅ，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ｏ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ｉ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２２


